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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文人强调“生活艺术化”，重视营造日常生活中虚实结合的意境之美；他们追求

身体的愉悦感，在“身体－器物”的连结中感受物我浑融的审美体验。“长物”是晚明文人

享受身体愉悦感的介质，也是晚明文人美学的主要审美客体，其充分展示了晚明文人“生活

艺术化”的审美趣味。作为代表性的“长物”，“瓶花清供”以其艺术化、情境化、崇尚天趣

的特征见证了晚明“长物”美学的别样风采，暗合了晚明文人的自我觉醒与追求美好生活的

理想。晚明文人在仕途遇挫，襟抱难开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开掘，固然有其“颓废”的

嫌疑，然其作为特定生存语境中的精神应对之策，既调适和安顿了自我身心，完成了新的人

生选择，也拓展和丰富了古代文人的审美实践，既为中国当代社会“美育”提供了借鉴，也

为全球生活美学研究提供了中国的本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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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本土传统中寻找学术资源，彰显生活美学的本土经验与中国话语，积极参与到全

球生活美学研究的对话和交流之中，是当今学者应该直面和认真思考的问题。晚明文人，尤

其江南地区的文人，以“长物”为审美对象，将“人”与“物”的关系勾连成一幅美丽的人

生图画，以其“有情的人生”和“美的思考”为生活美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源。晚明时期

的文人“在家居生活中以身体的愉悦感连接‘身体-器物’，不仅旨在重建新的审美感觉，而

且以‘我身故我在’的方式确认个人的主体性”
①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对

“长物”的喜爱，体现了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生活艺术化”和“生活情境化”的特征。

可以说，晚明文人的生活观和审美观是经由“长物”产生的。

一、身物连结：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②

晚明文人文震亨作《长物志》，用以记述室庐、花木、书画、器具、衣饰、香茗、蔬果

等十二类晚明文人所好的雅致之物——“长物”。“长物”原意指多余之物，《世说新语》中

记载，王大看上了王恭的竹簟，本以为王恭会有多余的竹簟，于是向他请赠，不曾想王恭将

竹簟赠予王大之后便没有坐席了，王大得知后惊讶地询问其故，王恭回答说自己“作人无长

物”，这便是“长物”一词的由来
③
。“长物”向来不是饮食日用的必需品，而是玩赏之物，

传统文人认为“玩物丧志”，但到了晚明时期，“长物”却受到文人的高度重视，成为雅致生

活的必需品。晚明文人借由“长物”表现自己高雅的品格，展现自己对美的追求，“瓶花清

供”作为代表性的“长物”对于探究晚明文人的“长物”美学具有重要价值。

晚明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明神宗在万历十四年九月起称病罢朝，此后二十余年不问国事，

不理朝政，官员的任免考核因此受滞，加剧了明朝后期官场的腐败。东林党争和宦官乱政极

大地破坏了政治风气，摧残了文人的热忱之心。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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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金政权，导致了晚明的边疆危机，许多心灰意冷的文人选择远离朝廷，幽居江南。江南

地区远离政治中心，自明朝中后期以来，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发达，消费

文化盛行，物质极大丰富，器物制作工艺也达到了巅峰。经济的繁荣与政治上的压抑影响了

文化的崇尚风向：晚明思想家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①
的思想，转向身体的愉悦

体验，重视在生活日用中寄托高远情致。“长物”作为晚明文人享受身体愉悦感的介质，在

晚明文人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展现了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身体-器物”相连结的特

征。在政治失意、物质充裕以及文人自身对于儒家“舞雩之乐”向往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晚明文人开始于“长物”中 “闲赏自适”，寻找生活之闲趣，他们崇尚远离政治、幽居隐逸

的生活，以此种生活方式安顿焦躁的身心，沈春泽“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便是对晚明

文人这种生活观的最好写照。

晚明文人生活中的“长物”不是一般的“玩物”，而是具有艺术性、能够体现文人境界

的“玩好之物”，是文人用来营造“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家居生活的核心，与“长物”

相关联的是“清供”，“清供”的起源大约在汉唐时期，指的是放置在室内桌案上，用以观赏

的物件摆设，“‘清供’一词，在宋代开始流行起来，宋人常于案头放置供观赏的陈设品，如

瓶花、时令水果、奇石、古玩、文房四宝等，为厅堂、书斋增添情趣。”
②
“清供”通常有两

种含义，一指清雅的供品，譬如松、竹、梅等花木，香火及清淡的食物等；二则指古器、盆

景等供人玩赏的物品，譬如文房清供、书斋清供和案头清供等，“清供”可以看作是文人书

斋之中的祭祀礼仪，体现了文人对“雅”文化的尊崇，而“瓶花清供”则为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长物”之一。

“瓶花”或始于魏晋时期的佛前供花，唐宋时期就已流行用瓶插花，到了晚明时期，“瓶

花”更是受到了追求风雅的文人阶层的极致推崇，“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
③
，明代文人张

谦德曾作《瓶花谱》对“瓶花”进行详细叙述，从花瓶的选择到花材的分品，再到如何插花

养护都有详细地论析。张谦德出身官宦世家，家境优越，家族在江南一带颇有地位，其家学

渊源、底蕴深厚，对玩好之物了解甚深，十八岁就写出了《瓶花谱》；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

道著有《瓶史》一书，表达对“瓶花”艺术的推崇，其《瓶史》被誉为“我国古代最具文人

气质的一部插花专著”。此外，高濂《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下卷的《瓶花三说》

也专论“瓶花”艺术，诚如叶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美学也广泛地渗透到中国广大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日

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紧密的联系”
④
，晚明

文人对“长物”的喜爱恰使“瓶花”之类的艺术与文人日常生活紧密交融，也使其与生活美

学发生了密切关联。

二、艺术化生活：瓶花的案头闲赏

晚明生活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说“艺术化生活”，而“瓶花清

供”也因之从佛前供品到宫廷装饰，再到书斋清供，成为了晚明文人的雅尚及其日常生活中

的一部分。“瓶花清供”等“长物”无论是由艺术品变为生活用品，还是从生活用品改造成

艺术品，无不体现了晚明文人对于生活审美化的极致追求。晚明文人制作“瓶花”时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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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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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瓶”皆有精细的要求，插花的“瓶”要因时因地选择不同的材质和形状，张谦德在《瓶

花谱》中如是写道：“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厦宜大，

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口欲小而

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大都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一尺，得六

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
①
张谦德认为选择花瓶是插花的第一

步。材质上，铜器敦厚，宜在冬春使用；瓷器轻巧，适合夏秋季节；金银等俗物比不上瓷铜

的清丽雅致；花瓶的大小也有要求，花瓶宜小不宜大，口小足厚才好插花，也须因地制宜，

但忌成对摆放。

袁宏道的观点与张谦德相仿：“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窑器如纸槌、

鹅颈、茄袋、花樽……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

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药、莲花，形质既大，不在此限。”
②
大型的花瓶适合在祠堂中

供奉，书斋宜用小瓶，铜器瓷器均可，但是具体大小还是要以花材而定。

对于插花的花材选择，张谦德与袁宏道有着不同的看法，盖因张谦德出身官宦世家，家

底颇丰，喜好收藏书画，又身居江南物产丰饶之地；而袁宏道一介寒士，家中贫寒，文士出

身，且寓居京城，这些原因导致两人的眼界不同，术业专攻有别，心颐的花材自然殊异。张

谦德见多识广，用过的花材种类繁多，于是效仿古人以“九品九命”为他所认可的瓶花花材

制谱：“一品九命：兰，牡丹，梅，蜡梅，各色细叶菊，水仙，滇茶，瑞香，菖阳；二品八

命：蕙，酴醾，西府海棠，宝珠茉莉，黄白山茶，岩桂，白菱，松枝，含笑，茶花；三品七

命：芍药，各色千叶桃，莲，丁香，蜀茶，竹……九品一命：剪春罗，剪秋罗高良姜，石菊，

牵牛，木瓜，淡竹叶”
③
，这份“花谱”是从选择插花花材的角度进行评点的，并且具有张

谦德的主观情感色彩，因此与以往的“花谱”有所出入。

而袁宏道在花材上的选择就随意得多，他认为春日择梅花与海棠；夏日牡丹、芍药和石

榴为佳；秋日里木樨、莲花与菊最好；冬日里宜用腊梅，这样一年四季室内都能有不同的花

香。尽管选花的原则是就近取材，但如果没有合适的花卉，他绝不乱取，宁愿用竹枝或者柏

枝代替。他对于花木的品鉴颇为有趣：“汉宫三千，赵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

知色之绝者，蛾眉未免俯首；物之尤者，出乎其类。将使倾城与众姬同辇，吉士与凡才并驾，

谁之罪哉？”
④
袁宏道将上品的花材比作赵飞燕般的绝色美人，还借汉武帝时的尹夫人与邢

夫人并幸的典故表达上品花木的珍贵，认为名品绝不能同凡品混淆，以在形色上有次第差异

的后宫妃嫔作比，形容花卉亦有冠亚之别，出众与一般之异，以此衬托如他一般的文人之超

凡脱俗；又“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丹以黄楼子、

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上，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宝妆成为上，榴花深红、重

台为上，莲花碧台、锦边为上，木樨毬子、早黄为上，菊以诸色鹤翎、西施、剪绒为上，蜡

梅磬口香为上”
⑤
，袁宏道不厌其烦地罗列诸花之上品，这种囫囵统之的点评虽不如张谦德

的“瓶花谱”专业，且以美人喻花不免也有其“俗”的一面，但其颇富真诚的比喻中体现出

来的是袁宏道对于花的爱重，及其对于美好事物的由衷赞赏。尽管两人在具体的审美对象上

尚有出入，对花材作了不同品级的认定，但不管是出身富贵的张谦德，还是家境贫寒的袁宏

道，在日常生活中都少不了用“瓶花”点缀自己的屋宅。将“瓶花”艺术融入日常生活，让

艺术与生活紧密融合，这无疑是晚明文人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最好体现，他们对“瓶花”等“长

物”的推崇，意味着晚明文人的审美由原先传统的诗、文、书、画等艺术领域转向了“瓶花”

①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2 页。

②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88 页。

③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47-90

页。

④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72 页。

⑤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72 页。



等日常生活领域，为不完善、不完美的“日常”建构起富有审美意义的“非日常”体验，他

们在仕途遇挫，襟抱难开时转向对自我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开掘与审美经营，以此调适和安

顿自己的身心，从而使自我完成新的人生选择，也拓展和丰富了个体的审美实践。

三、生活情境化：寄情于物

晚明“长物”美学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文人将日常生活“情境化”。“生活情境化”意为在

日常生活中通过“物”连接“环境”与“审美主体”，营构特定的情境，一则用以表现主体

所认同欣赏的美，二则用来表达主体的审美情感。“长物”是晚明文人构造生活情境的道具，

它寄托着主体的情感，是主体审美趣味的具体显现，以“瓶花清供”为例，厅堂处摆放的“瓶

花”须用大瓶，插花风格偏大气隆重、典雅华丽；而书斋居室内的花瓶要小，插花风格以清

新淡雅、灵动活泼为宜，这是由于不同的“瓶花”风格所营造的生活情境是不同的。

情境的构造是晚明文人情感的形象表征，比如袁宏道对于赏花的情境构造就很好地体现

了他的情感与审美：“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若夫内酒、越茶及一切庸秽

凡俗之语，此花神之深恶痛斥者。宁闭口枯坐，勿遭花恼可也”
①
,袁宏道认为赏花之时品

茗是最好的方式，其次是清谈赏花，最下等的就是喝着酒赏花，在袅袅茶香中以静观的方式

赏各色香花，视觉、嗅觉和味觉都能在虚空之境中体会到至臻之美；清谈则冲淡了赏花之心

境，削弱了对花之美的领悟，轻慢了花神；倘若醉后胡言乱语则无心境可言，那便是对花神

的折辱了。

并非仅有袁宏道推崇“茗赏”，明代文人多以“茗赏”为佳。“茗赏”既体现了明代文人

对茶道的推崇，也体现了他们对花的喜爱，“茗赏”在他们看来是再雅致不过的事情了，是

能够体现文人之高雅审美趣味的活动之一。南朝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中写

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②
四者相并确然是难的，但在袁宏道看来，

四者若能并俱确乎是美的，在此基础上，他所认可的美的情境为：寒冬赏花要在初雪、雪霁

或新月时，在暖房赏花极好；春日温暖，赏花可以在晴天，也可在轻寒时节，于华丽的屋室

中最好；夏日酷暑，雨后快风时在佳木荫凉处、竹下或水阁中赏花最适宜；秋日凉爽，在凉

月、夕阳下于空阶、苔径或古藤巉石边赏花最佳，这种依时令选择赏花时间和地点的方式所

构造的情境在袁宏道看来就是最美的。

情境的构造不仅对审美环境有特别的要求，还与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息息相关，其中，

赏花之人的操行对于情境的营造至关重要。“花折辱凡二十三条：主人频拜客，俗子阑入，

蟠枝，庸僧谈禅，窗下狗斗，莲子胡同歌童，弋阳腔，丑女折戴，论升迁，强作怜爱，应酬

诗债未了，盛开家人催算帐，检《韵府》押字，破书狼籍，福建牙人，吴中赝画，鼠矢，蜗

涎，僮仆偃蹇，令初行酒尽，与酒馆为邻，案上有黄金白雪、中原紫气等诗，燕俗尤竞玩赏，

每一花开，绯幕云集。以余观之，辱花者多，悦花者少。虚心检点，吾辈亦时有犯者，特书

一通座右，以自监戒焉。”
③
袁宏道列举了二十三条对花有所折辱的事，大多与人的操行相关，

如追求名利、妄语胡言以及身份低贱之人都不配赏花，折辱花枝、损毁书籍、购置赝花这些

行为都是要被谴责的，因此要时时注意，警戒自身。

作为“审美主体”的晚明文人在构造生活情境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对某一物品进行赏

玩，或将艺术品充作生活日用之物，而是发自内心地去热爱一样事物。在袁宏道看来，喜好

一种事物就该像嵇康沉迷打铁，王济痴爱马，陆羽好茶那样，痴狂成癖才能称得上喜欢。喜

欢花自然也要有“花癖”：“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

①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60 页。

② 谢灵运著，李运富 编注：《谢灵运集》，长沙：岳麓书社，第 1999 年版，第 119 页。

③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71页。



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
①
袁宏道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可以从他

对某一事物是否有“癖”看出，一个人若没有癖好，定是面目可憎之人，是虚假的喜好。张

岱也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
②
，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能够从中看出晚明文人对于

“癖”的态度。关于晚明文人的“癖”，有以下说法：“‘癖’指的是审美主体对某种特定事

物的沉溺，进而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度融合境界。”“‘癖’是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样态的畸

变，有感官沉溺之意，但同时又代表着审美的高度形式化，以及文人审美感官力的进化，具

有于感官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
③
“癖”象征着“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极致

热爱，是“自我”与“物”在感官沉溺中相融的表征。爱物成癖的观点绝非袁宏道一人独有，

而是晚明时期文人普遍具有的一种“审美样态”，比如钱谦益的“书癖”，许次纾的“茶癖”

等等，“癖”既体现了晚明文人的对“长物”的过度沉溺，也意味着这种以身体愉悦感为核

心的审美享受成为晚明文人孜孜不懈的精神追求。

要言之，晚明时期的文人抛却政治上的失意，将注意力转投至生活器物，通过“长物”

连接“环境”与“人”来构造特定的生活情境，满足自身对于身体愉悦感的享受，将自身的

情感寄托在物上，沉溺于对“长物”精致之美的审美快感之中。他们在享受身体的愉悦感的

同时也激发了自身对于“人”的认知，尽管这种认知被“物欲”影响，使得晚明文人把“身

体”片面当作“自己”，并且视之甚高，以为满足身体的快感才是首要之务，致使这种与同

时期西方“文艺复兴”有着相似性的“人的觉醒”没有走向“人文主义”，而是堕于“享乐

主义”，然而，此种对于生活情境的“花癖”一般的极致追求尽洗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

高审美风格传统，彰显出晚明文人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审美个性，代表着晚明 “人”与“生

活”双重的审美自觉。

四、文人雅好：自然天趣

晚明文人崇尚魏晋文士风度，有好古之风，追求古雅，魏晋文人喜好自然山水，追求天

然意趣，因此晚明文人也推崇返朴归真的“自然天趣”。明朝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繁荣，

工商阶层崛起，阶级流通速度加快，许多新兴的巨商富贾获得了大量财富，迫切渴望提升自

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不惜耗费万金造园，购买书画器物，附庸风雅；而文人阶层却因为政治

上的失意，有所没落。尽管如此，文人的清高本性使他们无法接受与原本属于社会底层的商

贾阶级交流，但文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具有能够打压商贾的资本，他们只能牢牢地把握住

文化话语权，强调“雅俗之分”，“崇雅贬俗”，以此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对金银等

俗物的不屑与崇尚古雅，追求自然天趣就成了晚明文人所标榜的审美趣味。即使是“长物”

这一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人为艺术”，对其闲赏也以“自然天趣”为上。例如在制作“瓶花”

用以清供时，选取的花枝要有天然的意态，不能有人工的痕迹，须具有“天趣”才能用作清

供：“凡折花须择枝，或上葺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

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取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全得画家折枝花景

象，方有天趣。若直枝蓬头花朵，不入清供”
④
，可效仿画家所画的折枝花选材，如果花枝

僵直则不入清供。小瓶插花要精简花枝，如果用了两枝应该使之高下相合，看起来宛若天生

才好：“但小瓶插花，折宜瘦巧，不宜繁杂，宜一种，多则二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

天生二色方美。”
⑤

①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52页。

② 张岱著，梵一编著：《陶庵梦忆》，合肥：黄山书社，2016 年版，第 108 页。

③ 曾婷婷：《论晚明生活美学“癖”观念的成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④ 高濂著，王大淳等整理：《遵生八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版，第 510 页。

⑤ 高濂著，王大淳等整理：《遵生八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版，第 510 页。



袁宏道在文学上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①
的“性灵说”，原指在文学上根据自己

独特的性格进行创作，不拘泥于已有的格律套路，这一观点被他很好地运用在插花上：“插

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

一律，忌成行列，忌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

意断续。”
②
他认为插花如同创作诗文，要根据花材的特性，不能过于堆砌，具有参差意态才

是最好的。

晚明文人对于“自然天趣”的追求可谓登峰造极，他们尤爱制造园林景观，希望借此能

将自然之景引入家中，例如王世贞的“弇山园”，秦耀的“寄畅园”，徐泰时的“留园”等，

各具意趣，而“瓶花清供”则是他们引入室内的“自然之景”，使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书房

卧榻也能体会到自然天趣。

晚明文人崇尚“幽居”，爱好雅逸之物，他们不追求陶渊明隐逸山林式的生活，也不追

求白居易所谓的“中隐”，经济上的富足使他们更愿意在朝市间体验器物带来的快感，享受

身体的愉悦。与此同时，文人的优越感使他们不愿与商贾同流，对于身份危机的不安使得他

们自我标榜喜好“自然天趣”的雅逸之事，以示与商贾之流的差异。被文人当作幽居隐逸生

活的伴侣的“瓶花清供”正是晚明文人彰显自己雅致品味的代表物，对“长物”“自然天趣”

的审美标准也成为了他们对自身等级身份确认的工具。

结语

晚明文人对“长物”的态度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荒诞性。对于晚明文人，“长物”既

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他们审美活动的主要客体。自我的觉醒让晚明文人追寻更加

美好的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他们对于美好生活为何的艺术解答。在政治压抑、经济

繁荣、物质充裕、“人的觉醒”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晚明文人形成了“闲赏自适”的生活

观，这种生活观又对他们的审美实践造成了影响，使得“精致唯美”成为了晚明文人的审美

价值标准，他们在审美实践中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作为审美客体的“长物”，审美客体又与

审美环境共同作用，反馈给审美主体以“美”的体验和情感的充实，可以说，晚明文人的生

活是由他们的生活观与审美观念融合而成的。“爱物成癖”的独特文化固然有其“颓废”的

嫌疑，然其作为特定生存语境中的精神应对之策，不仅体现了晚明“长物”审美的极致样态，

也展现了晚明文人别开生面的审美趣味，可算作是晚明文人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一次重要尝试。

晚明“长物”美学所主张的“艺术化生活”、“生活情境化”以及“自然天趣”的审美样式，

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鲜活生动的一面。美好生活不仅要有物质的充裕，也要有精神的丰富，

单纯靠金钱堆砌的生活只会令人愈发空虚，学会将物质生活与艺术精神融合才是美好生活的

理想范式。晚明文人的“长物”美学为中国当代社会“美育”提供了借鉴，也为全球生活美

学研究提供了中国的本土经验，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样态，为今日过度

消费、念念功利的“人”成为“全面的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思路，还启迪我们如何承继中华

传统，与自然更加和谐共处。

"Vase Arrangement of Elegant Offerings" and

"Superfluous Things" aesthetics in later Ming Dynasty

① 袁宏道在评价袁中道的诗歌创作时认为其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

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

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87 页。

② 张谦德、袁宏道著，李霞编著：《瓶花谱·瓶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04 页。



Liang Xiaoping Xiao Qinwen
Abstract: The literati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emphasized the "Artistry of Life",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beauty of the virtuality and reality
combination in daily life. They pursue the body pleasure and feel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from the
blend of "object with subject" in the connection of "body and implements ". "Superfluous Things"
is the medium for the literati to enjoy the body pleasure, and also the main aesthetic object of the
literati aesthetics in later Ming Dynasty, which fully shows the literati's aesthetic taste of "Artistry
of Life" in later Ming Dynasty. "Vase Arrangement of Elegant Offerings" as a representative
"Superfluous Things" witnessed the aesthetic style of "Superfluous Thing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its artistry, contextualization and advocate nature which implied the literati's
self-awakening and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i dig the aesthetic of daily life world when suffer setback in official career and Inner
depression, admittedly has its "decadent" suspicion , but as psychic solutions in specific living
context, it adjusted and settled the body and mind of ego, choose a new life, and also expanded
and enriched the aesthetic practice of ancient literati, both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esthetic Education" offered reference, and provided Chinese local experiences for the global
living aesthetics research.
Key words: “Superfluous Things”, later Ming Dynasty, living aesthetics, “Vase Arrangement of
Elegant 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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